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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

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

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

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

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

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

平观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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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农村，调解对于民间纠纷的解决至关重要。无论是帝国时
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都在制度和组织层面
上不断维系和强化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作用和地位，调解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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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中国解决民间纠纷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方式。
所谓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的主持下互相协商解决纠纷。

调解中书面或口头协议的形成基本以当事人个人关于是否有利、是否
有理的评价标准为基础，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结果，是在
偶然情境之下达成的短暂一致，是包含着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
的“契约”（棚濑孝雄，１９９４：７）。由调解所达成的协议，无论是由当事人
在没有外力强制情况下自愿达成，还是受到调解者的压力而“不得不”
达成，都包含一个能够被双方认可和接受的原则，构成双方建立一致性
的最低限度的基础。这个原则不仅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公平理念，也
体现了社会关于公平的一般规范，“因为在调解中，只有符合公民常识
观念的公平提案才有可能被当事人接受，甚至可以说，这成为调解中不
可或缺的构成要素”。１因此，只要是被双方认可和接受的协议，就可以
看作是“公平”的协议，故调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平建构的
过程。每个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综合和动态的
社会系统之中进行的，因此，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公平准则、社会规范
以及作为介入其中的第三方（例如司法机关、调解组织或族长等）的介
入方式及权威性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
而在中国广大农村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体现纠纷得到解
决的合意（调解协议）的公平如何达成，从中体现出怎样的公平原则？
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

１．引自：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强世功，２００１：６４）。

国内外一系列研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制度特征、社会功
能和面对的问题等做过详细深入的分析。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不是
以“调解制度”为分析对象，而是把“调解实践”作为分析材料，通过探查
调解过程中调解人的行动策略，了解调解协议的达成机制，以及其中所
体现的公平原则。
公平与正义提供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得以达成共同行动的基本原

则和规范，是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公平和正义
研究的学术和现实关怀是“社会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几经剧变的
中国农村，是一个与不同的时代、制度和行动领域相联系的多种元素共
存的体系，人们在评价一个行动、一项主张或一条规则是否公平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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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分歧，每个人似乎都是在从一个零散的体系中寻求自己的依据。
观察这些分歧的规范基础及其赋予公平的不同意义，分析达成一致及
合法化的原则，可以非常具体地分析中国农村新的社会联系形式。为
此要探查人们在实践中遵循的公平规范和公平理念，纠纷调解无疑是
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从中“我们往往能清楚地看到村民对是非曲
直的理解，对国家法律的认知，对正义价值的解释，对生活意义的生产，
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程度，能看到村落伦理规范的规则、力量及运作，
村庄的开放程度，能看到村庄中利益冲突以及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较
量，而所有这些是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所难以反映的”（陈柏峰，２００７）。
在中国，构成现行纠纷调解主体的是制度化的调解，其中最具特色

的是“人民调解”。按照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
组织条例》等的规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均成立了
人民调解委员会。２００２年后，根据新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司法部令［２００２］第７５号），乡镇和街道一级成立了以司法助理员为核
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司法助理员进行的调解。司
法助理员的调解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但又与人民调解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是人民调解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司法助理员是
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结点，通过司法助理员调解的分析，可
以发现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相互交织作用下，
农村的社会规范和公平逻辑的特点及其变化状况。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等人在河北省Ｇ镇的实地调查。笔者

等对该镇时任和转任的司法所正副所长、法庭法官，村现任和卸任的人
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分别进行了多次访谈，同时还亲自参与观察一些纠
纷的调解过程。为避免讨论过于“地方化”，笔者等还在河北省另一县
的Ｓ镇和北京市的Ｚ镇调查访问了两镇的司法调解人员。此外，笔者
还在互联网和报章杂志上收集了大量纠纷调解案例、调解人和调解机
构的经验总结等文献材料。

一、关系维系：调解的正当性基础

当事人解决纠纷有多种选择，或诉诸法律，或自行沟通。在中国，
“人们遇到纠纷，首先考虑的是依赖调解来解决———过去如此，今天仍
然如此。西方则不然，时至今日，人们遇到纠纷，考虑的基本上仍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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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诉讼。这是中国和西方过去与现在的法律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差别。”
（黄宗智、尤陈俊，２００９）麦宜生（２００３）在北京的调查中发现，非法律的
纠纷解决途径在中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调查也显示，在遇到
纠纷时，高达８８％的人会首选村调解组织解决纠纷，而村民对“最能解
决民间纠纷的机构是村调解组织”的认可也高达８２．５％。１为什么在我
国农村人们更乐于选择调解，换言之，调解被接受的正当性基础为何？

１．引自：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市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政协临海市委员会办公室编，２００７
年７月２日，来源：ｗｗｗ．ｌｉｎｈａｉ．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ｚｘ／…／６３１７６．ｈｔｍｌ
２．引自：从昭通市人民调解工作情况浅谈人民调解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云南
政法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日，来源：ｗｗｗ．ｚｆｗ．ｙｎ．ｇｏｖ．ｃｎ／ｙｎｓｚｆｗｙｈ／３８９２７９８９２７９０８３．

“调解的效果比判决好，好兑现，以后的相处关系也融洽
了。判的话，矛盾一时解决不了，也不好兑现。……如果通过
诉讼，即便这个矛盾通过法院解决了，可能双方这种矛盾一
代、两代、三代都解决不了，乡邻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很难化解
的。如果通过咱们人调解委员会调解了，双方还能够平和地
共处……，关系不是很对立，农村就是这个，你告我，我输了，
他可能对社会稳定应该是有很大影响。”（北京Ｚ镇司法所长）

“俩人一村闹矛盾，村里要尽量调解。一上法院就会影响
到好几代，仇就结深了：他把我爹告了，我把他老爷告了。”

（河北Ｇ镇司法所长Ｓ）
“民间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一方被

告上法庭，最后无论法庭如何公正判决，都将伤害彼此的‘面
子’，甚至形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更有结为世代
冤家者。而人民调解双方当事人并未对簿公堂，面对的不是
铁面无私的法官，而是本村组、本乡镇的可以信赖的‘熟人’，
调解人员在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在合法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合情合理‘和为贵’，调处的结果，并不是一纸
判决，而是双方都同意的调解协议，调解以后，双方当事人往
往会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友好的、不计前嫌的邻里乡亲。”

（昭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张朝德）２

上述话语表明，在中国农村，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仍具有重要的意
义，这种意义赋予了调解“正当性”。正如麦克尼尔（２００４：６０－６１）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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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关系维持本身使维持这种关系成为一种规范”，并且“集体维持
规范相对于个体维持规范和其它契约规范而言，被允许成为全然占上
风的规范”。“调解之所以在农村基层社会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手段，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还是熟人社会，人际关
系比较紧密，互惠性关系普遍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牵扯，因此在纠纷解
决中仍然有缓和人际关系的必要，同时也有这样的余地。”１

１．引自：朱苏力：“中国农村对法治的需求与司法制度的回应”，来源：乌有之乡，２００６－１２－１０。

２．引自：从昭通市人民调解工作情况浅谈人民调解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云南
政法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日，来源：ｗｗｗ．ｚｆｗ．ｙｎ．ｇｏｖ．ｃｎ／ｙｎｓｚｆｗｙｈ／３８９２７９８９２７９０８３．
３．引自：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中国大学生网，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来源：ｈｔｔｐ：／／

ｌｗ．ｃｈｉｎａｕｅ．ｃｏｍ／ｈｔｍｌ／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５１２１１９５３４３１１３３１．ｈｔｍ

不仅如此，诉讼和判决形式也不符合“和为贵”的理念：
“调解是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心情舒畅。为什么

履行这么快？如果诉诸了法律，法庭上当场对证那就不是心
平气和的事了，据理力争、唇枪舌剑，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
依据，得有凭有据，判决当事人有可能不服，特别是有些人认
为我就是没错你判我有错，所以不配合执行。”２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基于自愿而签订的，在心
理上能够接受，在履行协议时也比较自觉。

人们接受调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诉讼的成本较之于调解要高。

庄镇某乡镇企业的厂长如是说：
“现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因为知道你欠我１　０００

块钱，打官司肯定要判给我，但是我要这１　０００块钱往往要花

２　０００多块钱。我就不要这１　０００块钱了，我放弃了，放弃自
己的权利是没办法。我们厂现在外面就有１００多万块钱放弃
了。往往打官司就不够费用，就放弃了。”３

二、调解人：公平实现的前提

在调解中，协议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建立一致性原则的认
可，也意味着对调解人、调解方式和调解过程的认可。“当事人双方在
感情用事、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对话，或者即使进行对话也很难
在各自合理打算的基础上达成妥协，这种时候，不站在当事人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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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者居中斡旋，帮助双方交换意见，或者在明确双方真正对立点的
基础上提示一定的解决方案，往往能够促进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黄
宗智，１９９８：５３）但并不是任何第三者都能够成为调解人，而必须具备一
定的条件或资格，调解程序也必须能够被当事人承认是正当的，这是调
解协议能否达成的前提。在中国农村，调解人都是什么人，他们自身的
合法性来源以及在调解过程中是通过何种方式或策略推动合意的达成

的，又采取了怎样的正当性资源支持？

１．调解人的角色定位：“说合人”

Ｇ镇司法所长Ｓ自１９８７年起担任司法助理员，在调解纠纷方面有丰
富的经验。他是怎样认知自己的角色，又是抱着怎样的理念进行调解的
呢？“我们就是‘说合人’”这样的表述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谈话中。

“说合人”原指在交易过程中，通过沟通或劝说，使双方达成买卖契
约，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在纠纷调解的过程中，“说合”与“说和”同义，
即通过说服使当事人和解，修复和维系因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说合
人”的角色定位与传统赋予调解的目标一致，即通过调解维持社会关系
的和谐。所谓“宁拆一座庙，不散一家人”、“为了１％的和好的希望而
做１００％的努力”等，都是强调以维持社会关系为目标的调解原则。下
面是一个村调解主任讲的故事，它生动展现了作为“说合人”的主角为
了维持“家”的完整性如何煞费苦心调解的。

１．本文中所引用的案例来自均来自我们在Ｇ镇和Ｚ镇调查中的访谈。调查采用录音的方
式，录音整理遵照“原汁原味”的原则，由于一些方言不太容易找到相对应的准确的汉字，我们
尽可能按照发音并根据我们的理解选择相应的字词。为了保持案例的完整性、生动性和丰富
性，我们也几乎 “原汁原味”地引用了讲述者的话，仅删除了少量与案例无关的和重复的话
语，所以略显冗长。

【案例Ⅰ１：分家纠纷】“那回，××家两兄弟分家，大队干
部都去了，分了好几天都没分开这个家。赶后叫我去了。按
老大的意见呢，是把正房３间一处两开（笔者注：一分为二），
西边跨院的三间房也出两开，他媳妇也是这么个意见。分家？
我说，他妈的这不是分家来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是他妈给人破家来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嘿
獉

嘿
獉
。达不到
獉獉獉

，那哪是分家来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

，那是杵家来了
獉獉獉獉獉獉

，那不就是破家
獉獉獉獉獉獉

来了
獉獉

，他这意见白费。……我说这么着分：正房算一份儿；西
房横的也好两间也好，房外边，这算一份；两份儿都合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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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都合出钱来了。（笔者注：因两份价值不等，需要搭配）
……我说这么着吧，这个墙头，外圈都搭到这面来，搭到东边
这几间房来，再一合价，还搭不过来，我又提出来了，这么吧，
这半间好比合多少钱，把这半间搭上去，搭到那边去，这么搭
上下就差不多少了。但搭是搭

獉獉獉獉
，不许拆
獉獉獉

，合成钱
獉獉獉

，不许拆
獉獉獉

，拆了
獉獉

等于毁了
獉獉獉獉

。搭好了，问他们这么搭怎么样，可有一样，谁抓着
什么也好，不许拆。我们当主任的给你们掂的这个事儿啊，对
也好，不对也好，你自己考虑，哪边高哪边低，你们都家回家考
虑去。……赶后来，考虑差不多了，我还且不给他写分单呢。
……再说养老的方面，征求老人的双方意见，是吃轮饭儿，还
是愿意个人过？老人说我暂时个人过吧，那么，这一个月供应
多少粮食，多少钱，掂量个价，给多少，还得征求老人意见，够
不够。这些都说好了吧，再说家俱问题，那破烂乱七八糟的，
一拾掇得了，扒拉开它，哪边高哪边低，叫你们说，还得征求你
的意见，达到双方满意。这该落分单了吧，不行！我说你们家
走，老人这方面也好，家俱也好，各方面，你上你家考虑，他上他
家考虑去，再回来再落笔。又考虑去了。……赶后来，说没事，
就这么着吧，行，行。哎，都说行就得了吧。落笔，把笔一插，你
是再说什么也不行了。” （Ｇ镇Ａ村前村长、调解主任Ｗ）
案例Ⅰ中 Ｗ主任对“破家”的坚决反对与司法所长Ｓ对自身“说合

人”的角色定位均与维系社会关系的调解目标高度一致。

２．信任与道德：调解人资格的正当性基础
黄宗智（１９９８：５９）基于对清代和民国初年的研究指出，“那些经常

充当调解人的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大部分都在中年以上，家境良
好，多是族中的长老或村庄的领袖人物。”充当调解人的这些条件在今
天依然存留，下面两个农村纠纷调解工作人员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村里搞调解的也是找干部，老同志能说会道的，有辈份，
有面子，他们说话别人听……村调解委员要威望高，还得能说
会道，光有威望，不会说不行，能说会道没威望也不行，人家说
你贫嘴呱舌，没人听。调解人能在村里任个职更好。”

（Ｇ镇司法所副所长长 Ｗ）
“在农村，年龄大一些的，在这个地方住的比较长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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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比较熟一点的，办案子好办，有个信任感。……农村
不依法律观念，依人情，人熟了以后，办事（人家就）相信你。
……我年龄比较大，工作时间也长，群众对我有信任感。考虑
什么也都是以心换心，所以工作做到，群众基本上也都接受我
的调解。” （乡村法官高庭长）１

１．转引自：强世功．“‘法律不入地’的调解”（强世功，２０１１：５４３）。

２．引自：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强世功，２００１：４４０）。

综合起来，年老（或辈份高）有德、有威望（或面子）、人际关系熟、村
庄领袖和会说理这些特质是一个能够被公众接受的调解员应具备的条

件。民间的表述除更具体外，更强调年龄（辈份）以及在当地的社会地
位（村庄领袖或干部）。强世功对此的解释颇有启发性：“在乡村社会
里，‘尊’与‘卑’的基准不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而
更主要的是他在道德上的地位。一个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自然不会受到
人们的尊重，一个村干部如果仅是催粮要款的话，也会在村庄里名誉扫
地，同样在血缘辈份上比较高的人，如果不能承担道德义务的话，也无
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因此，尊卑关系实际上体现为道德上的相对
优劣性，而我们在乡村社会里看到那些有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
位的人往往处于‘尊’的位置上，恰恰是因为这些占有经济资源、政治资
源和社会资源的人更有条件获得符号资源，即获得道德上的正当
性。”２调解人员这种道德上的正当性成为通过调解达致公平的前提。

３．权力网络：调解人的合法性来源
人民调解机构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发展，人民调解员之所以能够

成功进行调解，与其背后权力网络的支持密不可分。

秦汉至明清时期都有关于调解的具体规定，民国初年还颁布了《民
事调解法》及《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
区、山东、晋察冀边区、苏区等地的乡村都设有人民调解组织，当时的抗
日民主政府和解放区人民政府还分别颁布了人民调解的地方性法规，
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
例》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等。

新中国成立后，原政务院于１９５４年３月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
行组织通则》，确立和规定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框架。１９８９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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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又发布施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人民调解
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农村）和居民委员会（城市）下设的调解纠纷的群
众性组织。此外，在农村的乡镇政府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内均配备了

１－３名专职司法助理员，大的乡镇和街道建立了司法所，指导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同时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法调解的纠纷进行
调解。司法助理员制度在基层政府与民间调解组织之间构建了一座联
系的桥梁，行政权力由此渗透到民间纠纷调解活动之中。作为政府成
员，司法助理员在进入纠纷调解活动时自然带入一种行政权力背景。
这种权力背景增强了调解的权威性和提高了复杂纠纷的调解成功率。

２００２年９月司法部颁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在乡镇和
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１９８９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
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
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
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提供了‘准法律依据’”（熊易
寒，２００６）。之后，在乡镇和街道一级，纷纷建立了以“大调解”为特征的
调解体系，如“人民调解中心”、“司法调解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联动调
解中心”等，并逐渐成为调解的主体。“大调解”是以司法所为核心，由
法院、派出所、计划生育服务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和信访办等参
加的综合体，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一般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因此，
无论是从人员组成、作用、职能，还是工作程序和领导关系看，都难以将
镇一级的纠纷调解组织定性为“群众性组织”，只能看作是政府中一个
人员构成多元化的综合性纠纷解决机构。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调解法》，标志着人民调解工作全面步入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调解组织的正规化以及权力对人民调解过程的介入和对调解协议效力

的维护，使原本自治性质的人民调解具有了强烈的权力色彩。人民调
解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和政府权力背景，赋予了人民调解员和司法助理员
合法性权力和权威，使他们成为一个“获得国家权威支持的乡村人”。这
种双重身份为调解员合法介入调解和增加调解的权威性提供了保障。

三、“上门调解”：促成“和解”的重要方式

长期的调解实践使调解员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上门调解”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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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这不仅因为“主动调解”和“及时调解”等调解方式往往必须依靠
“上门”才可以做到，而且因为这种调解方式也是政府农村工作的重要
方式的一个具体部分。所谓“上门调解”是指调解人员到纠纷发生现场
或当事人“家中”进行调解，这种方式在农村由来已久并被广泛运用。
在案例Ⅰ以及下面的案例Ⅱ和案例Ⅲ中，采用的都是这种调解方式。
按一般逻辑，“正式的”调解方式应该是纠纷当事人双方“来”政府

或村委会申请和接受调解。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作为政府正式司法干部
的调解者“去”纠纷现场或当事人家里进行调解。这一来一去的变化的
原因和含义何在？

１．“上门”：对纠纷的强制性介入
在农村，调解往往（但不绝对）是以民间的方式开始。在纠纷发生

后，最先介入调解的通常是与当事人关系最近的亲戚、朋友或邻居。他
们或是自然地发挥作用，或是被其中一方联络介入。因与双方的特殊
关系，纠纷双方都会倾听他的意见并可能因此而改变各自的立场。当
这种调解无效的时候，当事人就会求助于村调解委员会。只有村里调
解不成的纠纷才交由乡镇司法所调解。由村到镇，按规定必须有村的
介绍信才被接受，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常常得不到遵守：

“许多纠纷是在村里解决的，我们也是这么要求的，尽量
在村里解决，村里解决不了，要开信我才接待你。有的人做不
到这样，他说要跟你说事儿，我说说就说吧，急了的时候就跟
他嚷几句、唬他几句说不定就解决了。有的八十多的老太太
到这来告她儿子，就说不赡养她呗，我们怎么说呀，还得把她
搀上台阶呢，她要没吃饭还得给打点饭，还要她什么证明啊，
都老太太了，你说她告来了你能怎么说？”（Ｇ镇司法所长Ｓ）

Ｓ所长的话里，把来司法所要求解决纠纷的人的行为描述为“告”，
在他的谈话中多次用到这个字，如“摇煤球的没告”、“木匠告到我们这”
（见下文）等。Ｓ所长的用词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即司法调解的
开始往往不是当事人双方一起来要求“评理”，而是一方申诉（如同到法
院“告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方当事人接受调
解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让人“捎话”、“带话”或发个通知让其到司法
所，但因为“也没什么权力传唤他们，也不跟法院传票似的。通知他们
几点来，有的来有的不来，因为没有法律效力，他来就是当回事，铅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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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来了，他不来你也没撤。”（Ｓ所长）这才有Ｓ所长几次带话让不付
工钱的张国忠来司法所而张不来的情节（参见案例Ⅲ）。
在这种“不得不”情况下的“上门”可以说是一种对纠纷的“强制性

介入”，由此使调解关系得以建立起来。有意思的是，就像张国忠一样，
拒绝来司法所的当事人往往并不拒绝“上门调解”。当然，并非所有的
上门调解都是出于这种被动的原因，更多时候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因
为这样做更有助于调解的成功。
２．上门：将纠纷当事人置于原社会关系场域
“上门”或“入户”可以说是政府进行群众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上

门”工作的内容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如“上门服务”、“上门送
温暖”等具有较强仪式化色彩的“上门”，通过国家在家户中的“出场”，
宣示国家对群众的关怀，建立国家与民众的联系；而“上门通知”、“上门
调查”和“上门做思想工作”则往往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上门
收贷”和“上门调解”虽然也起到“国家出场”的作用，将国家权威和权力
带进家户，但对纠纷的解决却另有含义。
在日常生活中，国家权力在乡村中很大程度上是隐性存在，虽然村

干部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国家权力的某种体现，但作为乡村社会的一员，
他们身上的这种国家权力带有很强的内生色彩。而上级（乡镇及以上）
政府干部“下乡”则不然，它们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显性表达。对一般
农民而言，作为国家显性权力代表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村庄
“现身”通常意味着“出事了”，纠纷当事人的家庭一时便成为村庄社会
关注的焦点，对纠纷当事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上门调解”实际上等于将调解活动

放置在发生纠纷的社区和周围群众的“舆情包围”之中，虽然他们并不
一定在场，但却都在“注视着”纠纷当事人的表现。事实上这种表现也
会很快在村庄中传开，形成一种有利于纠纷解决的压力。换言之，“上
门”使调解活动公开化，存在于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在无形之中约束着
当事人的行为。此外，通过将纠纷当事人置于社会关系场域中，还可以
借助既存的乡村社会资源，获得当事人亲友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

１．该文载于强世功（２００１：４２９－４６１）。

３．上门：场景转换与关系变换

强世功在“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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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从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的角度，通过场景组织，对“上门收贷”
和“炕上开庭”在借贷双方、法官和村长等之间的权力建构，以及话语运
用等形式达成成功调解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分析。该文所讨论的
法院的“上门开庭”中的调解和司法行政人员的“上门调解”在性质和强
制性上有很大差异，但“上门”导致的场景和人物关系的转变有利于调
解成功这一点是相同的。
事实上，当司法调解人员进入到纠纷当事人家中的时候，他的身份

就双重化了：既是政府工作人员，又是“客人”。与纠纷当事人的关系在
单纯的“上下级的关系”之上附着了客人与主人的关系，而后一种关系
有利于减轻前一种关系中的紧张性。
调解场所的转换，不仅有利于调解人对纠纷发生背景和过程的了

解，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调解人与当事人之间
建构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营造一种非正式的气氛。在乡村熟人社会中，
出生于本地并长期在此生活的调解员，总能找到与纠纷当事人或其家
庭或远或近的“关系”，使双方的互动氛围更为轻松。
不仅如此，入户和现场调解也使司法调解员与纠纷当事人互动的

背景发生了改变，即从一对一的互动转变成与其家庭的互动，为纠纷解
决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在案例Ⅲ中，张国忠的嫂子、母亲和哥哥在几次
调解陷入僵局的时候的出面，都起到缓解气氛的作用，使互动可以继
续，并最终使纠纷得到解决。

四、“以说致和”

调解是非常具有差异性的工作，不仅纠纷的种类、规模和类型极为
不同，也因为纠纷发生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千差万别。此外，
纠纷当事人的年龄、职业背景和脾气禀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每个调解
员自身的偏好、知识能力和背景的不同，都会影响调解的最终方式。限
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调解策略与调解方式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地讨论，仅
举其中某些最具本土特色和最能反映本土调解特点的方式，由此发现中
国的纠纷调解制度与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是如何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

１．“情理法”三管齐下
“说合”，即以“说”致合，该词准确刻画出了中国农村调解方式的特

征：以调解人为主导，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服双方当事人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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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但怎样说，说什么，才能使有着严重分歧的双方达成一致？正如
美国学者戈尔丁所言，“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
巧。”１一个“说”字背后是千百万调解者丰富的调解实践。

１．转引自：裴秀峰、任玉峰．“诉讼调解的价值分析与实务问题研究”，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６日，来
源：ｗｗｗ．ｋｌｆ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６７１
２．参见：陆思礼．“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纠纷解决：再谈‘毛泽东和调解’”（强世功，２００１：２６４－３０９）。

中国调解制度的中外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明知以法”这一调解策略，认为其“表达了数千年来解决纠纷的传统
观点的实质。”２在今天的中国，“调解原则和方法基本上仍然使用了
情、理、法‘三结合’的原则和方法，所不同之处在于旧调解是以‘人情’，
亦即妥协为主，法律和道理为辅的；而当代的调解则是以国法和政策为
主，人情和道理为辅的。”（黄宗智、尤陈俊，２００９）下面的案例生动呈现
了这种 “说服”策略，其中既有对李小国夫妇的“晓之以理”和“明之以
法”，也有对李小国母亲的“动之以情”。尽管这个纠纷最终诉诸了法
律，但最后问题的圆满解决依赖的仍是调解。

【案例Ⅱ：赡养纠纷】“李小国是和庄的，他爱人叫李变如。

李小国原先上了东北，有十七八年吧。李变如的娘家就是和庄
的。俩人婚后相当不和，不和就产生离婚，可是李小国就说啊，咱
们家走做买卖行不行啊？又有孩子，干什么给孩子弄得有亲爹没
亲妈的，造成这个悲剧。俩人这么商量商量呢就回老家了。

李小国的父亲叫李俊州，是个志愿军，有俩儿子，现在小儿子
还在东北呢。李俊州回来后上和庄盖了新房。在盖房期间李小
国这两口子也投了一部分资……。李小国由东北回来之后，因为
没房就跟他父亲住一个门庭，但婆媳之间相当的不和，时常打架。
婆婆说这房子是你爸爸盖的，没你的份儿；儿子儿媳妇说这房子
是我爸爸盖的，但柁和檩架是我们添的，你要不叫我住，我就得把
房子扒下来，你要叫我住呢，咱们二一添作五，四间房一人两间。

婆婆不同意，公公也不同意……，这个矛盾越来越深，他父亲病危
的时候，他连去都不去，成了敌对形势了。大队也调解不了，亲戚
朋友劝也不行……，这事情反映到咱们司法所了，我说这事儿好
说，有什么不好说的？就骑车找他去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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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李变如，你原配夫妻是谁，不就是李小国吗？
那李小国的父亲是谁呢？是李俊州，对不对啊，人都有个老

獉獉獉獉獉
，

为什么老人死了要哭灵呢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是因为儿女有罪要请罪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为什么让
獉獉獉獉

老人死了呢
獉獉獉獉獉

，他养你一小
獉獉獉獉獉

，你养他一老
獉獉獉獉獉

，不孝敬老人让乡亲们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笑话
獉獉

。……你别忘了，婚姻法上有明文规定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赡养抚养
獉獉獉獉

，……
也就是说老人生了你了，养了你了，这是他的义务；反过来说，
你赡养老人，这是你的权利，你权利义务不相等，就成不了个
等号。至于不叫你住房，他这是一时的糊涂，可以做工作。
……你懂什么叫权利不？你养老人这就是你的权利，你应该
的。那么老人赡养你，这是他的义务，因为你小。你现在娶妻
生子了，你凭什么不养他？不用我说，法律条文就不饶你。
……（儿子说）他不叫我住房，我就不赡养他。我简单地说，他
不叫你住房，你也得尽你的义务，也得尽你的权利；他让你住，
也得尽你的权利。如果不这样，你就违背了婚姻法第几条第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几款
獉獉

，你承担得了吗？你可以到咱们律师事务所咨询去。他
真的去了，律师说给你讲的这个不是瞎说八道，这是有依据
的，只能按这个办，你要不这么办那是要碰壁的……。
那边，她的婆婆找我去了，一进门不说别的先跪下。我说

大嫂这是干什么，咱们共产党可不时兴这个，有事儿说事儿，
你瞧这大牌子
獉獉獉獉獉獉

，这叫人民政府
獉獉獉獉獉獉

，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你找
獉獉

我司法所这屋来
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就是为你排难解忧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你要没困难找我干
什么？咱们啊斟茶倒水，点烟弄唔的，把老人家心情稳定住
了，再慢慢说。她说的时候，咱们耳要注意听，手要勤，还得观
察她的脸色……。一般的老年妇女讲话比较罗嗦，你还得别怕
罗嗦，她这一肚子苦水倒完了不就得了，你要说着说着，啪，打
断她，完了，她不说了，反映不了真实情况，你就耐心地听。
……毕竟它有几个重点，你抓住这几个重点再给她慢慢做解释
工作，做说服教育工作。说来说去是个什么事呢？就是告儿媳
妇，这就谈到诉讼的问题了，还不会写，不会写咱们代书。我说
大嫂你别着急，有些事给你讲清楚了，我们代书，可不是白代，
有偿服务。根据你这种情况呢，家庭比较困难，又谈的是个赡
养问题，就不收钱了。再说咱们都是

獉獉獉獉獉獉
Ｇ镇的一个村的
獉獉獉獉獉獉

，有困难
獉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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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们
獉獉獉

，我们白尽义务
獉獉獉獉獉獉

，任何费不收
獉獉獉獉獉

。她还挺受感动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

。……
写完还得领着她上法庭，这都用着咱这个司法所长了。也就是
和法庭说插个缝吧，给优先照顾，法庭也就受理这个案子了。

……开庭之后，到底是按照咱们那个说法，抚养费你必须
得尽，药费你必须得承担，简单说，生老病死残你都得要管。
如果他父亲去世了，母亲照样如此。……这个官司打下来，老
头就拉倒（死）了，后事都是他承担了。他东北这个兄弟怎么
办呢，也没寄钱来。后来因为这个他找来了：我父亲由生到死
都是我开的支，那么家里头这房子归谁？归谁，归你们哥儿
俩，咱不能说归他个人，（要不）等他兄弟回来之后怎么说啊。
……（问：现在老太太还在吗？）还在，养着呢，给吃给喝。”

（Ｇ镇原司法所长、时任环卫局长Ｚ）

１．郭于华曾与笔者等人一起在Ｇ镇进行了几年的追踪调查。

郭于华（２０１１）在对发生在Ｇ镇的一起赡养纠纷的分析中指出，
公平原则在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中表现为“互惠原则”，用当地人的
话说就是“我养你一小，你养我一老”。破坏这一原则的人，会被斥为
“没人性”或“坏了人性”１。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代际
间地位的转换，这一深植于村民观念中的公正原则受到很大挑战，近
年来农村赡养纠纷大为增加与此不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Ｚ所长和
其他调解员在调解这类纠纷时，更多地引用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原
因。不仅如此，其它一些传统公平观念有着同样的命运。因此，正如
案例Ⅱ和Ⅲ所表明的那样，在情理之外，法律、法规和政策越来越多
地被调解人作为解决纠纷的工具，在情理说不通时甚至成为必要的
威慑和强制力量。

２．软硬兼施
在包括调解案例、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中，

大都是讲如何耐心“说服”和“动员”纠纷当事人，或通过为纠纷当事人
解决实际困难的“软”方式化解纠纷。但在实际的纠纷调解实践中，往
往会碰到一些所谓“强人”不讲理的情况，“软”的方法很难起作用。这
时就需要借用政府或法律的权威来“硬的”，“迫使”当事人解决问题。
下面的故事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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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Ⅲ：合同纠纷】“树庄的张国忠，普通村民，他特别不
说理，比较混，出了名……他有三间东房，打了个窗户，完工后
他说打得质量不好，１８０块钱加工费不给人家，是茂洲的木匠
给打的，出来的木工也不容易吧，人家给你干了活了，你得给
人家报酬，但这家伙就不说理

獉獉獉獉獉獉獉
，木匠告到我们这。那天我去了

獉獉獉獉獉（笔者注：他家），先前我叫他两回他也不来，我就捎带着赶集
去一下。张国忠不在家，我跟他媳妇说了，给了他个通知单。
但他就不露面、不来，不来那天我去了，那是六月五号……。
去了后我说，怎么着张国忠，怎么叫你你不来啊？你捎带

赶集咱们有些事说说行不行？他说‘他们打的窗户不行，都弓
了，门也不行，挑出好多毛病来’。我说‘你这破杨木杆子弄
的，能不弓？你都油好了，还不给人钱？’……他又说，那个挨
着我们的刘金，在村里当过支部书记，这个木匠给他不知是打
了什么东西没要钱，没要加工费。我说：这个事吧你管不着，
人家有那个交情，人家愿意给他帮工，你管得了吗？我也遇到
过这个事儿，我家轧房顶子，我找了郭庄四个人，说好了１００
块工钱。这个房顶抹得不忒好，我们家属说少给他２０，我说
一分都不少给他，因为我跟人说的是一百，抹完了拿走，等下
回不用他了。如果人家给我街坊轧房顶子，不跟我街坊要钱，
我干涉不着这事，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事出卖人性，不能因为这
点事让人说我这人不好办事！（笔者注：先来软的—说理）
……我怎么说他也不给，最后弄了三出倒进，我出去他嫂子叫
我回去，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他还是不给钱。后来，我说这么
着得了，张国忠，这官司我就跟你打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是法庭的合议庭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员
獉
，一块解决过案子
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要是管不了这个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就栽在你这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

，
我保证让你人财两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去了以后人家要说拘你七天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从我这就
獉獉獉獉

不愿意
獉獉獉

，我非拘你半个月不行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我也没种麦子
獉獉獉獉獉獉

，乡里放假我不
獉獉獉獉獉獉

歇
獉
，我就跟你鼓捣这个事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笔者注：来“硬”的了）……过了一
会他妈来了，说同志啊，你别这么大火啊，别总是传票、传票
的。我说大妈，他比我嗓门高得多，你当时可没在这儿，你看
着现在我嚷了，我嚷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儿子不给人加工费
啊？这事他说得过理去吗？……最后１８０块钱他给了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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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我让他跟他哥借去。他哥哥一会儿过来了，他说怎么
着，我说你有什么意见上所里跟我说去，就是张国忠跟你借

２０块钱，你去拿，他一下就拿出来了，１８０块钱我给了木匠了。
我跟这个木匠非亲非故，他也没给我什么好处，虽然咱们（笔
者注：与张家）是老乡亲，但你不给钱说不过理去，咱说的是这

獉獉獉獉獉
个道理
獉獉獉

，人家干活得给人钱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有点拗劲吧，就是跟他拗上
了，实际上我上法庭找谁去啊，那时都麦收了，我说我一定要
让你的麦子烂在地里，你收上来我也让你打不了场，就得弄

獉獉獉
你
獉
，我帮着弄
獉獉獉獉

，实际上法律也不是咱们说了算的，我要铐他也
没这个权力，你属于司法部门，没这个权力，也没有械具，可是
有时候必须得说上。” （Ｇ镇司法所Ｓ所长）
在本案例中，在反复讲理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Ｓ所长亮出了自己

合议庭成员的身份，并告诉张，如果他再不履行合约，将可能面对法律
的严厉惩罚，最终迫使张履行了合约。这种“吓唬”策略虽然不一定每
次都有效，但在当事人理亏的前提下，借助司法调解员政府工作人员的
权威性身份以及其与法院的密切关系，往往能达到化解纠纷的效果。
另外，由于在镇一级进行调解的纠纷往往比较复杂，多为已经过村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甚至是多次调解仍未能解决的纠纷。这其中有些就
涉及到村庄内某些所谓“强人”。对于这类人，村调解委员会往往缺乏
足够的手段和权威“说服”他们，更重要的是得罪不起。

“在调解中有说理的，也有恶人先告状的……，一般的都
能在村里说清楚了，说不清楚的就是村里的人不好意思得罪
他了，有的是很明白的事。他为了怕得罪一个村里的老乡亲，
又不象在城里似的，在村里谁都离不开谁，他就推一下，说我
们说不了，实际上不是说不了。” （Ｇ镇司法所Ｓ所长）
这也是为什么司法调解员在调解时需要不时展示一下权力和法律

的权威的缘故。

３．权衡利害
在调解中，为了让纠纷双方，特别是较为“有理”的一方做出让步，调

解员经常使用“权衡利害”的调解策略，将事情的各种可能后果（特别是
不利的后果）展现给当事人，引导纠纷双方从自己的想法中跳出来，去理
解现实环境和他人看法，从而能相互妥协。下面的案例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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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Ⅳ：车祸赔偿】“７月份，我们这儿有一起车祸，一次
性两个人死亡，然后又上访、又什么的，最后通过咱们调解委
员会调解，赔偿当事人２２万元。当事人一开始很不理解，我
亲自去了。当事人是河南人，在咱们这儿打工，我就跟他说，
你通过诉讼形式，能维护你的权利，但是有一条，如果你通过
诉讼形式进行解决的话，那么可能因为他

獉獉獉
（肇事者
獉獉獉

）是一个个
獉獉獉獉

体的方式
獉獉獉獉

，第一个风险是你起诉的时候他跑掉了，你呢只能得
到一纸空文，（虽然法院）判决赔给你３０万，没用，你没法去执
行，这是第一。第二，即便判给了你３０万，你执行不了钱，一
次你执行３万、２万，可能你这个３０万块钱要经过１０年的诉
讼才能完成……。现在他确实有困难，而你确实人已经去世
了，怎么办？就是进行合理赔偿

獉獉獉獉
，你呢
獉獉

，少要一点
獉獉獉獉

，让他呢尽量
獉獉獉獉獉

多赔你一点
獉獉獉獉獉

，这样你一次要上钱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你回去还能好好过日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基
于这样的考虑，当事人他就接受了咱们这个调解协议……。
从咱们看呢，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通过诉讼渠

道，你比如说我是当事人，我通过诉讼渠道，你就判吧，判我输
了，我没钱。没钱的话，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就是抓人，抓人
属于行政执法。你抓人１５天就放了，放出来我还没钱怎么办
呢？再抓，抓３次的话，法院就给你停止执行，那么可能你当
事人就拿不到钱。通过咱们这种渠道呢，这２２万，人家两个
人的命，应该说你不多，使双方能够尽量地达成这样的协议应
该说，从人民调解这个角度来说，在农村还是非常适用的。”

（北京市Ｚ镇司法所长）
此案例表明，公平首先是个“相称”的问题。“相称”意义的引入在

于通过支付补偿来达成和解，这种补偿必须体现出伤害或伤害造成的
损失，但“相称”的意义受到相关各方之间关系和具体情境的影响。在
本案例中，从受害的河南人一方来看，２２万元补偿与２人死亡的伤害
是不相称的，他一开始的不理解就源于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感。有意思
的是，司法所长Ｚ通过将当事人对双方伤害—补偿是否相称的权衡转
化为对个人得失的衡量，最终使河南人接受了协议。在这种转换中，Ｚ
提出的几个要素起了重要作用：受害方与肇事方的关系，即肇事方是个
人而不是公司或其它机构；肇事方不是富人，经济能力有限；受害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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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本地打工的，不像本地人那样经得起长期诉讼，追讨补偿；肇事方如
果跑了，受害人因为与当地人的关系是一种单纯和临时性关系，因此无
法把索要补偿的对象转换为肇事人的家庭，变成像当地人之间那样的
全面持久的关系等等。Ｚ的这一番“陈情”，实际上是将受害人所处的
“情境”和“情势”揭示出来，受害人最终接受调解协议可以说是这种“情
境”和“情势”的逼迫所致。在这个意义上，情理法中的“情”不仅仅是
“感情”和“人情”，也应包括“情境”和“情势”之意；“动之以情”亦不仅仅
是在感情上打动纠纷当事人，还包括通过“陈情”让当事人明了自己所处
的情境和情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有理一方的当
事人能够做出让步，接受表面看起来不公平的解决方案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平补偿的意义实际上受到相关各方之间

关系的影响：为达成和解而进行的让渡其实体现了位置的不平等或既
存关系亲疏。在中国乡村，这种位置的不平等一般不是个体之间简单
的不平等，而是计算了个人所属的更大群体———不管它们是地缘性的
还是亲缘性的———所拥有的力量和声望之后的不平等。吴毅（２００７）在
其著作中讲述的一起车祸纠纷调解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纠纷当事人之

间的地位关系与公平规范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个例子中，好心帮忙
的老李和大牛承担了比被帮忙的小王高的赔偿，这一看似不公平的协
议被三方接受，其原因正是如此。

４．关系调动与关系建构
司法员属于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但在调解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淡化

这种正式身份，而力图与纠纷当事人建立一种非正式关系，从而拉近与
纠纷当事人的距离。

“调解的办法就是以老面子为好，用面子堆。说合好干不
好干？不好干。得说多少次才行。”

“去年的五起经济纠纷，都是本地人的纠纷。我们一般都有
个老面子，不能以司法所的面目去说。在村里得依赖村干部，与
他们合起来以后，老张老李的，我就是这边村里的人，人头熟。”

“村里面有点权威的，也不懂什么法律，什么呀，我是你大
爷，你再闹不行，这样一说就行了。” （Ｇ镇司法所Ｓ所长）

“干调解这行有时候还需要主动‘叙亲’，亲亲热热地叫声
‘大爷’、‘嫂子’、‘兄弟’、‘老表’，再端上一杯茶水，说不定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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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顺了，气氛缓和了，啥话都好说些。老贾诙谐地管这一招叫
做：‘舌头打个滚，叫人不蚀本’。换句话说，就是保持畅通的人
际渠道和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利于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１

１．参见：安徽省合肥市司法局政治部：“我热爱人民调解工作———记包河区骆岗司法所司法
助理员贾贤海”，２００８年０５月１６日，来源：中国政府网合肥市政府门户网站，ｗｗｗ．ｈｆｇｊｊ．
ｃｏｍ／ｎ７２１６００６／ｎ８６８１９０９／ｎ８６８２１８３／。

２．这方面的例子参见：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Ｂ镇
收款的个案研究”（王汉生、杨善华，２００１：２７－５８）。

笔者在观察纠纷调解时发现，通过调动其他形式的关系或建构一
种新的关系，是调解员最常使用的调解策略之一。这种关系可以是真
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中包含了关于公平合理行动的另一种解说。
比如，当一个村民拒绝缴税时，一个村负责人的反应可能就是要重新确
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会琢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属或准亲属关系，
甚至经由共同认识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可能形成的亲近关系（亲近关
系的相处之道不同于陌生人的相处之道）。一些干部同样也会灵活地
利用上下级之间内涵不同的义务关系，通过虚构一种比自己下属更低
的身份（比如当一个贫穷的老年农民不肯缴纳公粮时，镇干部将政府向
老人收粮说成是一个乞丐向对方讨粮，从而使两者间的关系从上下级
变成施舍者和被施舍人的关系，尽管后一种关系是虚拟的），同时利用
两种关系类型的规范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一种是涉及对危难者应加
援助的规范性原则；另一种是涉及对上级所负义务的规范性原则。这
样一来，拒付应上缴国家的款项就显得十分困难。２笔者在调查时不止
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对于一个不想再干村干部，包村干部往往不是用
一些为“村民服务”这样的理由，而是用“你要不干了，老弟我怎么办，看
在朋友的份上，我包这村的时候你得干下去”这类理由劝其留任。其结
果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再干上一阵儿。”通过将正式关系转换为朋友
关系———朋友应行“朋友之道”，包村干部成功解决了问题。
调解中之所以要频繁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一重要原因就是通过调

动社会关系资源增加调解力度，增加调解成功的可能。案例Ⅱ中Ｓ展
示自己合议庭成员的身份（与法院的关系），以及把李国忠的母亲和哥
嫂拉到调解中来；又比如在吴毅（２００７）书中的车祸纠纷案中，彭拉上武
装部长参与调解；再如Ｓ所长去村庄调解时请村干部或村中有威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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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事人关系好的人共同调解等，都起到了增加调解资源的作用。

五、调解中体现的公平观念的特征

上文通过对调解人和调解策略的分析探讨了调解协议的达成过

程。除此之外，要形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调解协议，除运用多种“说”的
策略和技巧之外，“说”时运用的理由还必须符合人们所认可的公平原
则。换言之，调解协议的达成，或者说公平建构，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
之上，其一是符合中国的公平观，其二是符合中国人接受的程序惯习，
实际上这一惯习的正当性也深植于中国人的公平观之中 。

１．“所谓‘舆论的审判’指的就是对特定的纠纷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一般成员根据社会
规范对当事者双方的主张正当与否做出判断，给一方或另一方当事者以支持的现象……如果
第三者的支持对于特定纠纷的解决具有决定的意义，这种所谓根据合意的解决也就更近似于
根据第三者决定而达到的解决。”（棚濑孝雄，１９９４：１２）

在调解过程中，为获得调解人的支持，纠纷当事人往往有必要就自
己主张的正当性进行说明。这种正当性是由当事人所认知的社会规范
提供的。为了获得调解者支持，调解者越中立，当事人主张的正当性就
越重要，这有点类似于“舆论的审判”１。对此，法国学者伯当斯基等
（２００６）从另一角度进行了阐释：为了达成协议，当事人需要指涉某种超越
个人的东西，这一公众指涉的“东西”被称为公平原则。如果达不成协
议，当事人就要进行解释，并需脱离当下的情境上升到更普遍的层次。
解释的原则越是超越具体性，就越具有合法性。这使我们可以通过解读
调解过程中参与各方的援引、辩述、策略和调解解决方案，探查乡村社会
的公平观特点。本文无意也无法对中国乡村的公平观做出全面概括，在
此仅就调解中所体现的几个特点进行简要的探讨，以作抛砖引玉。

１．“和为贵”：核心公平原则
前文指出，由调解所达成的协议，无论是由当事人在没有外力强制

的情况下自由自愿地达成的，还是受到调解者的压力而“不得不”达成
的，只要是被双方认可和接受的协议，就可以认为是“公平”的。但由调
解所实现的公平在法律意义上却并不一定是公平的。

“调解效果好，……要说调解，也不是那么十分公平，往往
亏着一方当事人了。”（笔者注：说到这时，Ｇ庭长的妻子插进
来说）“有时是合理不合法（笔者注：着重为引者所加），从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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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对于缓和矛盾有利。在农村实现合法化可困难了，因为
具体条件就在那儿摆着了。”１

“我跟他，我们俩打架了，你给我们调解，他把我打了，应
该赔８００，如果我就要８００的话，他就不给，那你通过诉讼也
给不了，那现在要想通过调解，怎么办啊？那就是这样得了，

您看都是街坊，花８００块钱干嘛呀？他给你５００，再说他也不
容易，咱们都一块住呢。是以有理的一方做出牺牲，如果有理
的一方不让步的话，这个调解是不成功的。……实际上都属
于这种，属于有理的一方做出让步。这样就促成一个不公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对建设和谐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就
獉

是双方不会对立起来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会造成这种矛盾的延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实际
这个是什么呢？属于无理的一方占便宜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家有理的一方不让步的话，你就不
可能存在。 （北京Ｚ镇司法所长）
为什么这种在法律意义上的不公平可以被接受？这是因为调解的

价值目标与审判不同。调解的目标在于解决问题，而法律审判的目标
是实现正义。解决问题的标志就是提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但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在绝对意义上并不一定是公平或正义的。实际情
况往往是为了解决问题，“双方都让一点；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大家各让
一半；如果一方较强一方较弱，那么强的一方可能让的少一些，因为只
有这样大家才能接受。这是情势使然，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让
纠纷尽快解决，即使在利益上稍稍受损，也比利益不确定好。”２

１．转引自：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强世功，２００１：４４０）。

２．引自：喻中．“乡村司法的图景—一个乡村干部的办案方式述论”（黄宗智，２００６：７６）。

更重要的是，调解在逻辑上也不同于法律审判：“换句话说，（调解）
这种法律思维不是像法律逻辑所坚持的那样将案件的解决看作是一个

独立的、孤立的事件而加以的最终的对错判定，而是将案件看作社会关
系链和事件连续链中的一个中介环节、一个节点、一个连接部，案件的
解决正是要弥合、熨平或重建发生褶皱或断裂了的社会关系链和事件
连续链。因此，这种法律思维不光关心问题的解决是否符合法律的逻
辑推理，而更主要的是关心问题的解决是否妥当，是否可行，是否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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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否有利于纠纷当事人日后的和睦相处。它不是
用一纸判决书判给当事人永远无法兑现的权利，而是采用各种日常权
力技术给予当事人实实在在的利益。”１

换言之，调解所追求的是社会关系的维系，这是更高的公平原则；而
诉讼则是以个人权利的实现为更高公平原则。正是这种公平观的优先
性次序的不同，使调解成为被中国农民广泛接受的纠纷解决方式。

２．公平的情境性：嵌入社会关系原则中的公平
本文所讨论的不是那些超越了具体情景和领域的一般公平原则，

或“普适”的正义原则。这样的原则一般是由高度抽象的和简单的观念
构成，很难用来解决复杂纷繁的事务，因此人们在实践中会根据不同行
动领域和不同情境发展出一些与其相应的公平原则，以规范群体行动
和相互交往方式。换言之，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
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
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阶级或群体以及不同学派，对公平的内涵都有不
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公平均具有某种“情境性”特征。在中国，这
种情境性主要表现为公平的“关系性”。血缘的远近，关系的等差，不但
决定着正义的有限性和相对性，而且也决定着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社
会等级和秩序。依照交往中人们关系亲疏和地位高低的不同，公平原
则也会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父亲打儿子”人们认为没什么不
当；而“儿子打父亲”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对于外人，则“打人就不对”。

１．引自：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强世功，２００１：４４０）。

陈柏锋（２００６）通过对某村几个冲突案例的分析，揭示了村庄共同
体对于“自己人”和“外人”的不同态度模式。他指出，不同社会关系主
体之间的纠纷，在解决程序和实体责任分配上亦不相同，而导致这种不
同的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农民公平逻辑观念。对待“外人”，“歧视是合理
的，使用暴力也是合理的；在纠纷解决中，漠视‘外人’的利益，偏袒‘本
地人’同样是合理的；对‘外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作为纠纷解决的交涉
手段也是合理的。”这里不存在普遍和绝对的公平，公平是嵌入在社会
关系的框架之中。费孝通（１９９８：２６）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人的这
种关系模式：“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
纹”，随着圈子的由近而远，关系也在由密转疏，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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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区别。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平原则的这种情境性特征———由社会
位置的高低尊卑和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构建———是中国社会的公平原
则及行事逻辑的独特之处之一。
中国社会公平原则的这种关系性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传统中国，儒家将“理”和“天理”这种抽象的正义理念具体化为日常
行为之道— “礼”。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这一套价值观念成为一种
绝对的精神，有着至上的地位１。它们公开或隐蔽、合法或不合法地支
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人们（亲疏不同和级序不等）的关系为每个
人指示了发掘潜隐于情景之中的社会规范的恰当方式。忽视人际关系
而只考虑社会规范无助于人们采取合理的行动，过于忽视社会规范而
只倚仗人际关系亦复如此，所以需要在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之间进行
测度和权衡，达成公平合理的妥协。

１．参见：黄行福，“情与理———中国古代文学的思考”，文章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ｘｔ．ｋ１２ｚｙ．ｃｏｍ／

ｊｉａｏａｎ／ｈｔｍｌ／２００２／２２３７４３．ｈｔｍｌ。

３．综合性公平与分析性公平
与罗尔斯和诺齐克等当代理论家不同，法国学者伯当斯基（２００６）

不是从宏观角度探讨一般正义原则或制度正义原则，而是从社会规范
的角度探讨人们之间达致共同行动所践行的公平原则。换言之，他所
关注的不是正义是什么这样的哲学论题，而是人们如何为自己的行动
做正当化的说明。因为无论是个体行动还是社会互动，人们都时刻面
对着“正当性”或“合法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给自己的行动寻找理由
或进行辩护。伯当斯基将西方社会的公平规范归纳为六种，分别适用
于六个“城邦”。它们分别是公民公正原则、工业公正原则、市场公正原
则、家庭公正原则、灵感公正原则和声望公正原则。如果使用效率原则
判断一个情况是否公平，属工业公正原则；如果使用竞争模式，属市场
原则；用信任原则来判断则属于家庭原则；用共同利益原则判断为公民
原则；用民意和声望原则进行判断属声望原则；用创造力原则判断为灵
感原则。不公平产生于在某一城邦中使用了另一城邦的原则。例如，
在工业城邦（该城邦的典型形式是一个科层制组织，其公正原则简言之
是下级服从上级）使用了公民城邦的原则（公民城邦可简称为政治城
邦，其公平原则是代表公意范围的大小，俗称大多数原则）。
与这种强调分析性的公平不同，中国人的公平观具有很强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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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如在调解中所看到的，协议常常是综合不同类别的道理而达成
的。这种综合性的公平可能是由多种公平规范碎片连结而成，也可能
是过去和现在的公平逻辑的糅合１，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又最能体现
中国人公平观的这种综合性特征的，是情理法三种公平逻辑的综合，
“具有村庄生活经验的人在调解时都知道要在‘情、理、法’之间寻找到
平衡点，作为调解的规则”（董磊明，２００８：３２）。

１．如沈原对Ｇ镇小商品市场重建后摊位分配原则的争论的讨论，麦港和伊莎白对农村几个
冲突案例中过去与现在公平理念的综合的分析，这些研究参见Ｔｈｉｒｅａｕ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
２．引自孙立平：“强者的弱武器：将对方置于更为不利的位置—日常生活中公平原则在正式
权力运作中的运用”，参见Ｔｈｉｒｅａｕ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

情、理、法分属于三种不相同的秩序类别，“情”是一个与人际关系相
联系的概念，指的是社会性情感，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包
括人情世故和人际关系。所谓合乎人情，就是说指对人际关系内涵和规
则的遵从。“情”的另一层意思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还包括“情势”和“情
境”之意。“理”的基本意思是道理，凡属于认知范畴，运用逻辑思维的是
非对错观念和道理都在理的范围，它们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基于生
产、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以一定道德判断为基础的民间习惯，影响且规范
着人们的行为，并为该地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即使该习惯与现行法律
不相符合），是维系乡村共同体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价值和社会资源。
“法”即法律，这里所说的法律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并不完全相同，普通
老百姓所说的“法”，不仅包括正式的法律，同时也包括各级政府的政策
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的公平观念中，情、理、法三个因素并不
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可以单独运用的原则，相反，它们往往需要同时出
现在同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换言之，三者的统一，体现的是一种有关
公平的境界，即一种最高的公平境界。因此，对于一种社会行动的评价，
往往是一种基于情理法三者的综合评价，而不是依据这个情境的“轴心”
而形成的单向度的评价。在中国有句俗话是这样指责对三者统一原则
的破坏的：不能得理不饶人。就是说，在一场由‘理’（这时的‘理’就是这
个情境中的‘轴心原则’）而引发的冲突当中，如果占据道理的一方，如果
咄咄逼人，不依不饶，人们对此会将其称之为‘得理不饶人’，这是对于人
品的一种较低的评价，带有刻薄、不宽容的含义。”２

纠纷调解过程，“是在‘情、理、法’和‘力’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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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共识的平衡点实际上就是地方性规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各
个地区的地方性规范是十分具体的。不同类型的村庄中，‘情’、‘理’、
‘法’、‘力’的排序和作用不一样。重‘情’的地方，纠纷解决的成本最低；
重‘理’的地方次之；重‘法’的地方成本最高；而对‘力’更加倚重的地方村
庄最无序。”１这一识见给我们的启示是，建构和发展融合地方性知识和
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平规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举。

１．董磊明：“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三农中国网，２００６－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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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柏峰．２００６．村 落 纠 纷 中 的 “外 人”［Ｊ］．社 会 （４）．［Ｃｈｅｎ　Ｂｏｆｅｎｇ．２００６．“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董磊明．２００８．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Ｄｏｎｇ
Ｌｅｉｍｉｎｇ．２００８．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ｎｇｃｕ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费孝通．１９９８．乡土中国生育制度［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１９９８．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范愉．２０００．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Ｆａｎ　Ｙｕ．２００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ｏｎ－ｌｉｔ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郭于华．２０１１．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Ｊ］．中国
学术（４）．［Ｇｕｏ　Ｙｕｈｕａ．２０１１．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江伟、杨荣新．１９９０．人民调解学概论［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Ｊｉａｎｇ　Ｗｅ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Ｒｏｎｇｘｉｎ．１９９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黄宗智．１９９８．民间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Ｈｕａｎｇ，Ｐｈｉｌｉｐ　Ｃ．Ｃ．１９９８．Ｃｉｖｉ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黄宗智．２００６．中国乡村研究（第四辑）［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Ｈｕａｎｇ，Ｐｈｉｌｉｐ

Ｃ．Ｃ．２００６．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黄宗智、尤陈俊．２００９．调解与中国法律的现代性［Ｊ］．中国法律（３）．［Ｈｕａｎｇ，Ｐｈｉｌｉｐ　Ｃ．Ｃ
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ｈｅｎｊｕｎ．２００９．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Ｃｈｉｎａ　Ｌａ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家亮．２００６．法律在基层法院中的实践逻辑［Ｇ］．／／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
编．郑也夫、沈原，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６．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ｔ．ｉｎ　Ｅｓｓａ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Ｚｈｅｎｇ　Ｙｅｆｕ，Ｓｈｅｎ　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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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２００１．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ｉｇｏｎｇ．２００１．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Ｌｅｇａｌ］

麦克尼尔．２００４．新社会契约论［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Ｍａｃｎｅｉｌ，Ｉａｎ　Ｒ．２００４．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麦宜生、王平．２００３．纠纷与法律需求———以北京的调查为例［Ｊ］．江苏社会科学（１）．
［Ｍａｉ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２００３．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彭勃．２００３．国家控制和社区治理：以上海社区调解为例［Ｇ］／／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复
旦政治学评论第２辑．刘建军，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Ｐｅｎｇ　Ｂｏ．２００３．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ｉ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　ａ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棚濑孝雄．１９９４．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Ｔａｋａｏ，

Ｔａｎａｓｅ．１９９４．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ｉｒｅａｕ，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Ｈａｎ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１．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Ｆｏｒｍｅｓ　ｄｕ
Ｊｕｓｔｅ　ｅｔ　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ｅｓ　ｄ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ｆ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１’ｈｏｍｍｅ，Ｐａｒｉｓ．
王铭铭、王斯福．１９９８．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Ｓｉｆｕ．１９９８．Ｏｒｄｅｒ，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王汉生、杨善华．２００１．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Ｗａｎｇ　Ｈ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Ｓｈａｎｈｕａ．２００１．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吴毅．２００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Ｍ］．北京：三联书店．［Ｗｕ　Ｙｉ．
２００７．Ａ　Ｎｏｉｓｙ　Ｔｏｗ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熊易寒．２００６．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Ｊ］．社
会（６）．［Ｘｉｏｎｇ　Ｙｉｈａｎ．２００６．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ａｎｇ　Ｂｏｓｈｏｕ’ｓ　Ｗｏｒｋｒｏｏｍ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ｏｃｉｅｔ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应星．２００１．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Ｍ］．北京：三联书店．［Ｙｉｎｇ
Ｘｉｎｇ．２００１．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朱苏力．２０００．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ＺｈｕＳｕｌｉ．２０００．Ｌａｗ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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